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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型编导的艺术魅力 
——浅析孙颖的古典舞创作* 
 

◇ 莫  非 

内容提要：孙颖先生是著名的舞蹈编导，他的作品以富含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而著称。作为一名学者型

的编导，孙颖先生十分注重对中国古代舞蹈史和上下五千年文化的探寻与研究，并潜心研究汉唐舞蹈，收集

了大量的资料，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因为有了文化的积累与研究，因此，孙颖先生的古典舞创作获得

了广泛的认可与好评。本文旨在从孙颖先生的创作作品出发，以文化的积累为基础，从而分析孙颖先生古典

舞创作中所独具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古拙   厚重   广阔   野性   文化因素   形象追求 

 

或许连孙颖先生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会与中国古典舞结下不解之缘。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开始，

孙颖先生便开始从事新中国的文艺工作，他曾受到较严格和系统的音乐、形体和戏剧表演训练，并先后在话

剧《不拿枪的敌人》、《不是蝉》及歌剧《赤叶河》、《复仇》等剧中任主要角色。从 1951 年起，他开始从事

专业舞蹈工作，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毕业以后，留校研究成品舞蹈和中国古典舞，并在舞蹈

理论家叶宁领导下编选中国古典舞训练教材，1954 年他毕业于文化部北京舞蹈学校舞蹈教员训练班，之后留

校任中国古典舞教员兼教研组长。在近半个世纪艺术生涯中，他与中国古典舞结伴同行，论证与探索上，都

取得了令人嘡目结舌的成就。1980 年，他运用史学研究成果编排了舞剧《铜雀伎》，此舞剧于1987 年被选入

第一届艺术节演出，此后在 1998 年的第一届全国舞蹈《荷花奖》比赛中，他编排的《踏歌》以独具匠心的

舞蹈表现力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举荣获金奖。 

作为新时期中国古典舞的创始人之一，孙颖先生在以戏曲舞蹈作为中国古典舞之发展基础的理论中独树

一帜，将汉唐及全部历史(包括兄弟民族在内的艺术成就)着重加以提出与分析，并认为恢复历史舞蹈，全面

的探索古典舞蹈的历史面目，是形成古典舞民族体系的前提，是基础的工程。他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中国古

典舞建立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指出了一条新路。本文旨在从孙颖先生创作的两部作品：《铜

雀伎》和《踏歌》出发，结合对汉代和唐代乐舞历史发展与特色的客观分析，对孙颖先生所提出的以汉唐作

为中国古典舞创立的基础与发展方向的理论进行辩析与理解，并对孙颖先生的古典舞创作风格进行探讨。 

一、《铜雀伎》与“古拙”、“厚重”的汉代舞蹈 

《铜雀伎》是孙颖先生依据东汉建安年间，曹操兴建铜雀台和其临终前所写遗令：“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

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穗账，朝哺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账中作

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而编撰的感人故事。《铜雀伎》以深沉的悲愤情感描述了主

人公郑飞蓬与卫斯奴相爱却遭遇悲惨的故事，尖税的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专横残暴的罪恶本质，并塑造了郑飞

蓬这一忠于爱情，孤高纯洁的女性形象，用孙颖先生自己的话说，创作这一部舞剧是对我先人的悲惨命运的

                                                   
* 本文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系四年级学生 



莫  非 学者型编导的艺术魅力 - 59 - 

激愤表现,也是对千古以来君临天下的统治者难以不染骄奢淫逸的一种渲泄。当然,《铜雀伎》的成功，并非

是由于其对封建统治者暴行的揭露与批判的而是在于舞剧深厚的文化功底与其反映出的浓厚的汉风、汉韵。 

首先，舞剧在题材的选择上，打破了在传统爱情模式中插入妖魔鬼怪干扰的神化情节，而是以着重表现

古代乐舞伎人的悲惨命运为题材，以汉魏间铜雀台的历史背景，以中国封建统治的伦理属性为基奠；以封建

统治下的人民，尤其是以歌舞为生的歌舞伎人的悲惨生活为线索所展开的一台历史剧。同时，舞剧将曹家父

子作为这部悲剧的对立面，将观众的普通情感致于其中，既在有限的篇幅中表现了曹操的威武不凡的统帅风

度，又将在这种风度之后所依存的残暴表露其间，用“黄雀在后”的形式更深层次的表现了历史的真实，舞

剧的编撰在题材上不脱于历史，却又不拘泥于历史，在编剧的方法之上既得到了历史的造化，又学得了编写

“传奇”的妙法，正应合了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阐述的编剧原则：“凡阅传奇而必究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

者，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而对于‘观者烂熟于胸中’的人和事，则欺之不得，罔之不能”。 

其次，在人物形象上，舞剧将人物性格与情节紧密统一，将人物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之中，显示其性格。

如在第五场“求死明志”的《鼓舞会》中，郑飞蓬在宫廷盛会中遇见双目失明的卫斯奴，痛不欲生却又不敢

不舞，而卫斯奴却因能与心上人相会为其伴舞而不胜欢喜，二者间形成强烈的悲剧冲突，万般愁苦尽在不言

中，特别是在尾声，郑飞蓬不堪受辱，从边关逃回铜雀台，在被处决行刑前，已经饱受屈辱的伎人只是将几

楼青丝与不曾离身的面鼓默默的交给卫斯奴，而枯稿如泥塑般的盲人卫斯奴却痴然端坐，对郑飞蓬有着无尽

的思念却不知心上人就在眼前遭惨杀。《铜雀伎》就是通过这样一些以情怅却不落俗套的典型情节来塑造人

物形象的内心复杂与矛盾；同时，编导利用“喜为悲用”的手法，将喜剧与悲剧之间辩证的促进关系运用到

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通过对地位悬殊的悲剧双方的描写，将郑飞蓬与卫斯奴的反抗精神与这一对生死恋人

之间被占有，被转让，被处死的悲惨遭遇，通过人物间的形象变化表现出来，并在此之中，让人们窥视到，

郑飞蓬这位表面顺从的待奉王侯享乐的歌舞伎人，其内心还有一个人令人敬佩的庄严世界。 

第三，在艺术手法上，舞剧摆脱了以戏曲舞蹈为基础的中国古典舞剧模式，以汉代的文物、历史文献为

依据，探索开拓中国民族舞剧的新的表现方法。，舞剧的内容和形式高度的统一；如第一场《鼓舞队》和第

四场《盲鼓嚎天》等都严格的遵循了从内容出发的编舞原则，既突出了人物也突出了“情”，而且还活用了

“踏鼓”这一汉代独有的舞蹈形式，给舞剧注入了活力，把无生命的“鼓”变成了表现情感及寄寓命运的载

体。再如第一场双人舞《鼓舞对》，舞者一个挽鼓手击，一个腾跃于鼓手，通过轻重缓急的不同节奏，表现

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第三场《思卫割发》，郑飞蓬紧抱手鼓诉衷曲和第四场《盲鼓嚎天》，双目失明的

卫斯奴猛击手鼓发泄哀怒等都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第四，从动作设计来看，汉代画像砖石是舞剧舞蹈动作的重要依据。编导根据汉画像中的静态舞姿，并

依据古典舞拧，倾，圆，含的特点，把大量的舞姿放在流动过程中去体现，不拘泥于一种动作的重复，并且

动作的搭配构成是以人物的心理为背景的，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这使舞蹈动作在舞台上呈现出鲜明的形象化

特征。如此一来，动作与舞剧内容的和谐统一使舞剧的多种情感得以真实的表现。形象化的表现和情感的融

汇使整个舞剧流畅，大气，引人着迷！这正如鲁迅先生所概括的一种风格那样：“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虽然我们不能说孙颖先生所做的《铜雀伎》就是汉代舞蹈的表现，但是我们却必须承认它是十足的汉代

风格的重现。汉代的乐舞，辉煌一时，再现于舞台，并非易事。[1]孙颖先生编导《铜雀伎》的初衷是“把汉

代的哲学、历史、民族、民俗、宗教、考古等学科和文学、音乐、雕塑、绘画、书法、工艺等相邻艺术都作

为挖掘汉代舞蹈的参考与依据，侧重于把握一个时代的艺术气质和艺术风貌，而不拘泥于摹拟有限的形象资

料”，他提出了“从广取到专攻”的做法，其中心是把一个时代的舞蹈作为这个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

认识，来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是对一个时代从生活到生产，从发展到灭亡的真实写照，如果能够把握住汉

代文化中的特殊表现性，将其再现为一个舞蹈表现方式，那么即使我们没有亲自看过赵飞燕的“掌上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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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目睹戚夫人的“翅袖折腰之舞”也能够从中得出汉代舞风的艺术风格特点。[2]汉代的舞蹈，从形式上说

来可分为两类：① 是古拙与新巧并存；② 厚重与轻柔同在，并且，他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像巾舞、

袖舞等是轻盈舞类，如郑飞蓬在曹操呤颂长歌名篇《龟虽寿》的场面上所跳的一段袖舞，以两袖之间的延伸

美作为轻盈，健秀的表现，它不但扩张了郑飞蓬的舞恣表现力，同时还将郑飞蓬感激曹恩公救命的情感更加

扩展开，使情感表现更丰富，更深刻。另一方面，像剑鼓舞等又都为厚重之舞，其表现了汉代舞蹈朴拙与厚

重的基调，即纯朴，又方显阳刚之气在《铜雀伎》中的《盲鼓嚎天》中，卫斯奴以鼓为中心，情衷于鼓，他

将鼓作为一个延伸点，运用了长线路的调动，加之鼓的重量使动作幅度加大，在技术颇高的难度性击鼓中把

男人的那股阳刚之美与悲切的情感相融汇，不但刻画了男主人公卫斯奴身心受创的痛苦与感情的激愤，更将

人间的不平等与做舞伎人的悲惨用古拙的动作与厚重的气势加以表现出来；在此，古拙的舞蹈动作可以是对

轻盈的对立，且在汉画像砖上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其跳跃强化了重心向下的力量，显出凝重；另外，汉代

的历史多是存于战火与不平静之中，尤其是在东汉，战火纷飞，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丝毫的保障，因此，对于

这个时期的艺术来说，内容的表现就以军队与起义运动的那种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和力量来表现。正

是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

面部细节描绘的缺乏，便构成了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虽然汉代舞蹈艺术的形象看来是那样笨拙古老，

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是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

而增强了舞蹈表现中心的运动、力量和气势之美。且“古拙”在此构成了这种气热不可分割的必要因素。也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拙笨”的表达，也就是很难展示出那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笨

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符合展示出运动、力量的夸张需要，正像数学中的直线与直角一样，它们一点

不柔和。但构成的三角形却比圆形要稳固得多，这种“力量”与“古拙”是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的。 

孙颖先生把握住汉代舞蹈的“拙“字风格特点，并从汉魏文化的气质入手，抓住当时文化的幻想性少，

写实性多；浮笔性少，拙朴性多；纤巧性少，宏伟性多；静止性少，飞动性多的特点，从时代的艺术风格变

化与“建安文学”独特的艺术特色之中抓住创作的文化内因，将汉代舞蹈风格的“古拙”、“宏放”抓住不放，

并将其另一面的“纤巧”“典雅”与“俏丽”有机的表现出来。可以说《铜雀伎》成为了有史以来汉代舞蹈

写实性较高的舞蹈作品，这不仅是突破，更是创新。 

《铜雀伎》是孙颖先生心中“汉舞风格”的表现，作为一个工具，他也使我们对汉代的舞蹈有了一个全

新的认识，虽然有人指出，在《铜雀伎》中“剧中女性动作男性化”，但是这却正表现了汉代舞蹈“古拙”、

“厚重”的特点，正如孙颖先生在“汉画像女性舞姿”和“宋元明清乐舞仕女图像”的差异中所指出的那样：

“前者厚重，后者显轻薄；前者粗拙但充满了活力，后者则似夕阳余晕缺少蒸腾的热气和生机；前者是在不

息的运动，仿佛要奔驰腾飞，后者则显凝带萎靡，犹如强怒之末，前者还存着几分稚气天真，后者的平和圆

通则隐约流露着一种迟暮之感；这便是汉代舞蹈所具有“拙重”特点之所在。 

二、《踏歌》与奔放的“盛唐之音” 

“踏歌”是我国古代流行于民间的大型集体歌舞，它不仅流行于汉民族的广大地区，也流行于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由于盛行民间，往往成为节日中重要的活动项目。在节日中，不分男女老少，围成一圈，手牵手，

载歌载舞，连臂踏地为节。踏歌节奏欢快，感情豪放，自然丰满，律动和谐，场面壮观。“踏歌”最早始于

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活动之中，最原始先民对土地加工的劳动方式，其后，才用来祈求和欢庆丰年。例

如，《吕氏春秋·古乐篇》云：“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入阕” [3]。葛天氏是远古农业民族社会的

首领，且在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上的三组五人舞纹饰，三人为众，五人为伍，舞队首尾舞者皆挥舞牛尾，

连臂投足，踏地为节，并伴以祈年纳吉的歌唱。这些载歌载舞的民族歌舞可以分析为是“踏歌”。随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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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迭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踏歌”也逐渐艺术化，形式化。这点在唐代得到了体现，并终在唐代得

以发展到其的高峰。“踏歌”被唐代的教坛所吸收并被改造成一种著名的宫廷歌舞，从《旧唐书睿宗纪》中

的记载：“上元夜，上皇御安府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跳歌，纵百寮观之。”我们不难看出，踏歌在唐代已经成

为了一种风气，从首都长安推演至各大城市，不仅中上层阶层在聚会上踏歌，而且市民附层的男女也会踏歌。

许多骚人墨客还为踏歌赋诗作词。著名的要属刘禹锡在湖北襄阳时，看到踏歌的盛况，写下了《踏歌词》：“春

江月出大提平，堤上女八连袂行。喝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衬鹧鸪鸣。挑溪挑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

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在此，这种载歌载舞的舞蹈形式被生动的刻画下来。 

孙颖先生的《踏歌》正是根据他对唐代舞蹈史的研究，以及他对“联袂踏歌”这一古代民间自娱性舞蹈

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后所创作的。在这个充分体现了舞者自娱自乐，怡然自得，舒畅轻松的情调的舞蹈中，浓

缩着编导对唐代舞蹈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对于有的人认为孙颖先生的《踏歌》取材于南北朝，我不太同意这

样的看法，因为首先，南北朝做为一个政权更替频繁的朝代，政治动乱，战火连天，就算有《踏歌》的民间

舞蹈活动，也不会有孙颖先生所创作的《踏歌》那般自然，闲雅。其次，对于古风袖舞的发展，南北朝虽是

一个过渡性的时期，但其袖舞的发展不可能达到一个那样的高度；此外，对于正处在南北融合的南北朝时期，

少数民族与汉人开始杂居，若是以南北朝为取材的时间的话，其表演的形式不会表现得如此的成熟；最后就

是从服装上看，其服装的搭配是以翠绿色的修长衣襟的长袍舞衣配以白色的低裙，轻盈、柔软、颇具唐风。

在此，我认为《踏歌》应取材自唐朝，并以此表现舞者怡然自得，舒畅轻松的情调！因此在“荷花杯”的比

赛中，其新颖独创性的表演与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现征服了所有观众与评委，从那种清新之中渗透出一种特有

的古朴气息，它让人们信服的感觉到，那是我们古老民族的歌舞，从那一举手一投足之中，都生动的流露出

古代少女怡然大方的惬意情怀，并在顿足清喉之中展现出她们娇美的风韵。《踏歌》可以说既是对于民间风

情的体现，又是对唐代舞蹈所具有的两个特点：“广阔”与“野性”的最真实反映。 

说到唐代舞蹈的“广阔”，这是必然形成的，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唐代拥有着政治、经

济、文化等诸多的与外界交往的机会，这种机会使唐代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加之经济的繁荣推动了

精神文化的需求，使统治阶级重视了文化艺术的作用。此外，随着唐代与外界联系的密切，使其文化艺术方

面与各国，各地区的民间文化进行着交融与互补，这样一来，随着各民族间联系交流的密切，从而形成了各

族乐舞大交流的局面。唐代舞蹈的“广泛”还表现在唐代统治者注重对舞蹈的收集、分类和整理。唐代的“九、

十部乐”以及“坐、立部伎”的分类，使唐代的舞蹈的发展具有系统化的特点；此外从汉代及三国两晋南北

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健舞”与“软舞”也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拓展，不论是在要求，作品及种类上，都有了

很大的发展。其次，大曲及歌舞戏在唐代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如《霓裳羽衣》和《兰陵王入阵曲》。其次，

还有唐代的民俗舞，如民间技艺性颇强的“百戏”，以及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踏歌”，最后，则是与宗教有关

的舞蹈。在唐代，儒释道三教合一，因此，所用来进行祭祀与表现性的舞蹈便大量的增多，使唐代的宗教舞

蹈艺术中占有了很重要的一席地位！在此，我们不难看出唐代舞蹈博大精深的一面，其实光说其“广泛”就

很局限，在现代人眼中，用“盛唐之音”来形容当时人们的艺术成就决不为过！ 

说到“野”字，或许会有很多的人会对这个字感到疑问，不过，用“野”字来形容唐代舞蹈是有其自身

存在的特点的。首先，“野性”中的“野”并非人们常说的那个蒙昧不开化的“野”，也不是人们常指的毫无

规律，蛮横霸道的“野”，在此，我所说的“野性”只是做为一个比喻，将唐代舞蹈这种不拘一格的多样性

和在艺术表现上的悠然自得夸张的加以归纳。不拘一格的多样性，是唐代舞蹈发展的主要表现，唐代，是我

国古代舞蹈艺术发展的高峰，随着少数民族的回归，唐代舞蹈的分支逐步扩大；广阔，深厚的民族、民间传

统使唐代的乐舞具有多重的表现形式。贞观、开元、天宝包括武则天统治的那些年代，社会稳定，国力强盛，

有了众多的财富积累又有了像唐明皇这样又通音律又会“编舞”的皇帝，在舞蹈艺术的发展中定然会使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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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蹈表现形式得到长足的发展，这种“野”性的回归，冲破了世俗的干扰，于是就显得有些“横冲直撞”，

“目中无人”了。不但如此，广大的文化名人的诞生，在如诗、曲及其它艺术门类争相开展各自的“个性革

命”，同样以一种“野”的形式傲视各家，唯己独尊。这种对舞蹈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自信使得唐代舞蹈的

包含面不断加深，同时也使得少数不符合发展潮流的艺术得以被吞灭，这种“野”性的发展不得不说是唐代

艺术，包括唐代舞蹈广泛发展与齐头并进的原因与表现！也是这种“野”导致了唐代的文化向更广，更深的

领域不断的探索，从而又不断的诞生众多具有生命力的崭新的艺术门类。总说“盛唐之间”是唐代发展与兴

盛的写照，其实这之中所充斥的“野”性文明还是推动这一切迈向更远未来的重要动力，有了这种“野性”

的“回归”，唐代才会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不但使舞蹈的技艺得到长足的进步，同时也使其之中所蕴藏的美学

特点得以影响中国后两千年的文明发展。 

其二,我所指的“野”是对于舞蹈表演中的形态与神态的自然放松，[4]“它的表现正是艺术所难得的其情

与自然”。因此，我们在《踏歌》中所的到的那份自然，不正是放下一切杂念，负于尘世的干扰，对生活与

未来的一种自由的“放纵”吗？这种“野”的放纵从根本上让一些老是抱死在“规”、“规”、“规”下的舞蹈

者们从内心去感受到什么才是自然，什么才叫创新！从汉代以来，舞蹈的重心一直是沉于下部，在变化之中

追求的下稳给人以古拙，厚重之感！而在《踏歌》之中都得到了改变。[5]作为首版《踏歌》的演员苏娅曾说

过：“《踏歌》的动作幅度较大，且重心的移动较为灵活。”且孙颖先生认为此舞最美之处应是动作转换过程

中刹那间的重心失控之时；其次，《踏歌》从‘顺’中寻找韵味；动作虽然是顺手顺脚，却依然遵循着‘平

圆、立圆、八字圆’的运动轨迹，也依然运用着“提、沉、冲、靠”的动作元素；再次，《踏歌》对脚下步

法做了处理，弥补了古典舞舞姿丰富而舞步贫乏的不足；使我们体会到呼吸深浅的控制，力量大小的把握以

及重心的闪动，变化等都有着极其丰富与强烈的表现力。”在此，这种创新的创造使“古代的女子们那种缅

腆的行动变得放纵与不屑一顾”，这种对自然表现方法的追求不得不说是孙颖先生在长期的史料积累与研究

后的一种体现。 

唐代舞蹈内容广泛，光是一个《踏歌》是远远不够的，但从一个《踏歌》之上，我们又看到了孙颖先生

对于唐代舞蹈的一种认识与追求，这种认识与追求不拘泥于一处的发展，而是以文化的发展为线索，逐步开

华而出的。因此，这种追求是从文化发展的客观面出发的。我所认为的“野”也正是源于对这种发展的分析，

其面积广泛，又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我认为，对于“盛唐之音”的这种“野性”自由的追求，是孙颖先生能

够为自己的创作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三、学院派编导中的文化人 

虽然在这只提到了《铜雀伎》和《踏歌》这两部孙颖先生的代表作，但这两部作品都蕴含着极其深厚的

文化功底。作为学院派编导，孙颖先生更加注重对作品中文化理论的研究与探索！无论是《铜雀伎》还是《踏

歌》，其中处处都体现着孙颖先生近四十年的文化研究的成果。尤其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者，更不能够

丢开史实与文化与不顾，胡编乱造，颠三倒四的欺骗观众。从 1954 年开始，孙颖先生便积极的投身于中国

古代舞蹈史的研究工作，他旗帜鲜明的维护了舞蹈独立的美学品格，从文史方面认同舞蹈语言必须注重舞蹈

的文化心态，文化内涵和文化趣味，他很注重史料的搜集和积累，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古代舞蹈的文学著作

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在编创《铜雀伎》时，孙颖先生查阅了包括《汉画像砖画研究》等近百种文史材料，

并从文化心态入手，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加上对汉代历史的研究与对汉代舞蹈所独具的艺术风格特点的把

握，最终使《铜雀伎》得以成功的展现在观众与舞蹈评论家面前，有的评论家赞扬到，如果没有对汉代文化

作多方面的艰辛的研究，是编导不出这样一部富有汉代特色的民族舞剧的。这便是文化研究对舞蹈研究与编

创所起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是孙颖先生舞蹈作品所独具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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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编排《铜雀伎》时，孙颖先生还将汉代的其他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加以把握，邀请这方面

的专家一同对舞蹈的编创进行修订，并在排练过程中要求所跳不同角色的舞蹈演员在文化上要对历史进行比

较清晰的掌握，还督促演员们提高自我的文化修养，以置于在《铜雀伎》编排完之后，所参加演出的演员们

都能够独立的写出一两首好诗。由此可见，孙颖先生在编排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的舞蹈作品时，对文化的积累

与把握是相当的严谨和认真的。 

孙颖曾说过，“虽然我们没法再回到汉代、唐代，也没有录像机对那时的文化生活进行重现，即使如此，

我们的头脑难道真的无法探知历史上的事吗？那么洋洋大观的四库全书不全成废纸，大量墓葬遗存下来的舞

蹈资料岂非毫无价值？” [6]在此，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话了解到，虽然古代不能像摄像机的录像带那样得以

重现，但我们却可以对文史书籍和遗存资料进行分析，从而以文化为线索，与过去的时代相连接，这样编出

来的作品就偏离时代精神，也不会弃观众于耳聋眼盲之辈，这样的对文化学识的追求成为孙颖先生舞蹈作品

成功的一个根本原因！ 

因此，同作为学院派的编导，孙颖先生独具学者型的特点，他也是众编导中文化积累和文史研究最为突

出的编导。孙颖先生在他完成了“寻根述祖谱华风”的《龙族风韵》晚会之后说道，我们编导不能把古典舞

作为单纯的技术技法体系，而是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进行对待，从而明白的塑造出民族形象，并体现出鲜明

的民族个性，在孙颖先生过去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7]他得出结论：“在对古典舞蹈进行研究与创作的过程

中，有文化作为基础，有汉、唐、清这三大块文化作为主干素材，在舞蹈创作中，他一直都觉得仓禀不虚，

从未碰到过有思路却编不出动作的困境；也从未感到空间狭窄难以施展身手，两脚站在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之

上，几乎是左右逢源。可以恣意翱游，既自信也有点自豪，孙颖先生强调，因为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使他深

深的感悟到只要在文化上接通我们民族的血流，头脑就会变得格外灵活而聪明”。 

作为中国古代舞蹈研究的一名学者，孙颖先生在他的古典舞创作中始终贯穿了文化的影响因素！这不但

使他的作品得到了人们的肯定，更使他的这种艺术追求与艺术魅力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 

四、结  论 

中国文化历史也悠久！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内容。舞蹈是文化

的一个表现内容，从舞蹈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中国古典舞更是如此。作为学

院派编导中的学者型编导，孙颖先生对舞蹈文化的深层追求与挖掘是其作品能够被大众所承认的基础，与此

同时，他还从文化的决定性方面将舞蹈的创作对生活的能动作用着重提示出来，强调舞蹈的创作并不是为了

表现而表现，而更应该给人们以提示与启发，这样，舞蹈才能够将其的最终意义即改造社会的作用表现出来，

从而让人们能够从舞蹈中得到更多的对生活的认识和对文化的理解。 

艺术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所编创出的作品的好看与跌宕起伏，其更深层的魅力在于作品中所蕴涵的文化

思想与精神动力；因为只有这种魅力才不是一划而过的流星，才能够感染观众，影响观众甚至带领观众一同

进入文化历史之中感受最真挚的熏陶；这样的魅力才是永恒的，才是艺术发展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 

文化历史是“死”的，而舞蹈创作是“活”的，我们只有“死活”都要，取各家之所长，如此一来，创

作出的作品定会是集大成之作，“可感”、“可知”、“可悟”、“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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